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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国际实力结构处于变动的背景下,中美交往不只关注双边

事务,国际问题也是双方互动中的必要话题,朝核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围绕

朝核问题,中美不是单一的竞争或是合作关系,更不是一种零和互动,而是

在朝鲜对外行为变化影响下两国对策不断调整的互动关系。中美对朝鲜核

问题的政治信念受到朝鲜因素的影响较大,两国对朝鲜的外交定位存在本

质差别,这也决定了两国对朝核问题未来发展抱有不同预期。维护朝鲜半

岛无核化是中美实现合作的坚实基础,双方也都认为和平谈判是解决朝核

问题的优先手段,然而考虑到这种战略的有效性时,中国显然比美国更有信

心。目前,中美在制裁手段的力度、范围和目标上存在较大分歧。在朝核问

题这场博弈中,中国并不是棋局中的执棋人,只有美朝两对弈方愿意各退一

步、搁置分歧、相向而行,朝核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中国作为中间斡旋者,

与美国的互动走向受到朝核问题局势的影响,能否实现中美在该问题上的

合作,最终还要看朝美之间能否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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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问题是当前国际体系中最复杂、敏感的议题之一,事关朝鲜半岛局

势的稳定以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维护,该议题吸引了中美俄等大国的高

度关注与积极参与。围绕朝核问题,中美的立场多被看作是相互对峙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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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朝鲜加快核试验进程后,确保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成为两国合作的

基石,双方互动关系出现微妙的转变。中国开始从行动上赞同并支持了美

国主张的施压制裁措施,中美在朝核问题的处理手段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

合作。2018年朝鲜释放出愿与大国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的信号后,虽然对朝

鲜的制裁尚未完全解除,但美朝关系逐渐改善,中朝关系随之回暖,都使得

国际社会对中美合作解决朝核问题开始抱有乐观期待。然而,中美在处理

朝核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存在。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灵活处理朝核问

题,但他仍坚信制裁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能够迫使朝鲜接受无核化的要求,

从而拒绝中国、俄罗斯等国提出的减缓制裁措施的要求,这就造成了目前朝

美会谈有接触却无实质进展的尴尬局面。由此来看,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

合作前景其实也并不明朗。

事实上,单方面期待朝鲜先做出行为改变从而制造解决朝核问题的机

会,是不符合以往经验的。从过往经验来看,由朝鲜对外行为的转变而带来

的合作契机,并不能掩盖中美之间在朝核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议,更何况这种

时机很可能因为朝鲜政策的再度反转而消失殆尽,妥善解决朝核问题还需

要中美从根本上寻找、创造合作的基础。因此,全面分析中美在朝核问题上

的合作与分歧,对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稳定与半岛无核化是有必

要的。既有研究多以定性分析、政策分析、安全态势分析为主①,从政策和行

为两方面分析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唯独缺少对两国真实信念的理解

与考察,容易误导人们只关注行动,却忽视两国对朝核问题最本质的认识,

而这正是决定中美能否放下分歧、实现合作的关键。根据朝核问题的发展

变化历程,本文旨在从信念、政策、行为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围绕该问题的互

动,探究两国的利益共识与矛盾分歧,分析中美实现合作的有利和不利

条件。

① 最新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林利民:《朝鲜核问题的战略本质:反扩散还是地缘政

治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2期,第11—17页;朱锋:《冬奥外交、朝韩接触与美

朝首脑会谈》,《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3期,第8—17页;杨文静:《朝核变局中的美国

因素》,《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5期,第16—23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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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朝核问题的发展历程

自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朝核问题由最初的双边议题变成当前的

多边议题,由之前的核不扩散问题转变成带有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国际问

题,牵涉的行为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以解决。在六方会谈开启之前,中

国一直是朝美之间会谈的搭桥者,没有直接参与到解决朝核问题进程中。

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吸引了更多的国际关注,2003年第一轮六方会谈开

启后,中国正式成为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一方,中美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就

此展开。此后,朝核问题的发展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3年至

2011年12月,各方围绕朝核问题的谈判艰难进行;第二阶段从2012年1月

至2017年12月,朝鲜埋头核研发,断绝与国际社会联系;第三阶段从2018
年1月至12月,朝鲜释放出谈判意愿,缓和与中美等国的关系。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朝鲜便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启动了核武器发展计

划,但进展缓慢。直到1991年底,美国从韩国撤出所有核武器部署后,朝韩

两国签署《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但次年2月,美国通用侦察卫星图发现朝

鲜正在秘密开展核武器与导弹试验项目。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执行

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对朝鲜和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的要求,却遭遇朝鲜

对其检查范围的严格限制,并且朝鲜还拒绝了其检查两个未公布的核废物

处理场的特殊要求。① 同时,美国恢复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不断向朝鲜

施压。1993年3月,朝鲜单方面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②,引发第一

次朝核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朝美扮演博弈的主角,最终双方签订《关于解

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③ 然而,由于美国及其盟友不愿承担大量对朝

①

②

③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ICB),https://sites.duke.edu/icbdata/data-
collections/,访问时间:2019年10月9日。

虽然1993年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后来1994年朝美《核框架

协议》中,朝鲜表示将不退出核不扩散机制。2003年朝鲜再一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
与《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相关的内容可参见:夏立平:《冷战后美国

核战略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356—359页;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资料:<朝美核框架协议>》,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

tytj_674911/tyfg_674913/t67399.shtml,访问时间:2019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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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责任,而朝鲜也未停止核武器研发的脚步,协议最终变为一纸空谈,朝

核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世纪90年代的朝核问题进程中,朝鲜与美国是博弈的两个主要参与

人,其他国家涉入较浅。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主张对朝的“全面接触”战略,

主要通过与朝鲜的双边谈判方式来解决核心争议问题,多边合作机制仅是

推动谈判和协助协议执行的手段。① 于1997年12月建立的中美朝韩四方

会谈先后进行了六轮谈判,但未对促进朝核问题的解决作出实质贡献,解决

朝核问题的关键还是在美朝两国手中,中国等国的介入和作用都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认为朝美双方当事国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行为体,危机

需要通过双边谈判与协商才能化解,因此中国对介入朝核问题始终保持谨

慎态度,只愿做个“调解人”。② 但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朝核问题就由朝

美双边议题转变成了多边议题,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该问题中,中美之

间的博弈就此开始。

《核框架协议》自签订以来始终得不到落实,朝美之间更是彼此猜忌、相

互指责,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小布什政府将朝

鲜列入“邪恶轴心”名单,指责朝鲜支持恐怖主义,朝美紧张关系进一步升

级。同年10月,美国指责朝鲜秘密进行浓缩铀项目③,违背《核框架协议》;

朝鲜则回应称,美国一直未提供民用轻水反应堆,也没有落实互不侵犯保证

的要求,朝美双方矛盾愈渐激烈。12月,小布什政府决定停止向朝鲜供应重

油,撕毁朝美《核框架协议》,并对朝鲜实施核威慑。与此同时,朝鲜重启根

据《核框架协议》冻结的5兆瓦核反应堆,并恢复了5万千瓦和20万千瓦核

反应堆的建设工作。2003年1月,朝鲜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核

形势陡然严峻,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初期,美国

①

②

③

樊吉社:《美国对朝政策:两次朝核危机比较》,《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

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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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访问朝鲜,美国曾向朝

鲜求证其是否正在秘密开展核项目,遭到朝鲜方面的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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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在没有得到朝鲜弃核保证之前便与朝鲜进行直接接触,而是试图借

助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向朝鲜施加压力,迫使朝鲜

接受美国的要求。但不久后,美国便意识到这种做法只会导致危机的不断

升级,转而采取了多边谈判手段来应对此次危机。在此背景下,旨在和平解

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于2003年8月正式拉开帷幕。

借由六方会谈的开启,中国从幕后走到台前,扮演会谈调解人和组织者

的角色,与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携手推动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与运行,

同时也积极与美国就朝核问题展开直接的政治互动。① 从这一时期开始,朝

核问题从朝美间的双边议题转变成大国参与的多边议题,中美围绕朝核问

题的互动进入第一阶段。然而,六方会谈并没有完成其使命,朝鲜与美国的

交流也没有因为多边平台的出现而变得顺畅,反而由于大国间相互角力,朝

核问题更加复杂难解。前三轮六方会谈中,虽然朝美就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达成一致,但这些共识多集中在程序上,缺少实质内容。2005年7月,第四

轮六方会谈在北京召开,会议发表“9·19共同声明”,成为六方会谈达成的

最重要结果。② 2007年1月,朝美在德国柏林举行双边会谈,2月第五轮六

方会谈第三阶段也顺利举行,并通过《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即“2·13声

明”。然而,这些共识与声明对促进朝美友好互动的作用是有限的,会谈间

隙的朝美争执从未停止,美国逐步升级对朝鲜的制裁措施。

2009年4月,朝鲜发射了卫星“光明星2号”,并宣布退出六方会谈。随

后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并制裁朝鲜,中美在制裁决议中双双投出赞成票。③ 这

次制裁没有阻隔朝鲜与中国、美国之间的交往,中朝、朝美之间仍保持着交

流和谈判的空间。2009年至2011年,朝鲜时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四度访

①

②

③

李明月:《朝核危机与中美核安全博弈》,《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2期,第

13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9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

例行记者会》,2011年9月9日,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

wjb/Document/1009428/1009428.htm,访问时间:2019年10月9日。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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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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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①,双方就朝鲜半岛局势进行密切磋商,中朝依旧保持着政府间、政党间的

正常交往。同时,美国对朝政策也相对克制忍耐,多次敦促朝鲜重返六方会

谈,其制裁力度和范围也相对有限。2011年12月,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

日离世,其子金正恩继承其衣钵,成为朝鲜新一代领导人。

在阴晴不定的半岛局势下,中美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进入第二阶段。

2012年4月,朝鲜突然发射卫星“光明星3号”,虽以失败告终,但此后朝鲜

明显加快了核研究进程,同时也减少了与中美等大国的直接接触。5月,朝

鲜在修订的新宪法中写入“朝鲜拥有核武器”。2012年至2017年,朝鲜共进

行了近百次导弹试验(见图1),其中包括6次被证实的核武器相关试验,朝

鲜的核武器技术水平获得大幅提升。② 2017年4月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

后,对外宣称氢弹试验成功,进一步坐实其拥核事实。③ 此时的半岛局势

  

图1 朝鲜历年导弹试验情况

来源:Missile
 

Threat,
 

https://missilethreat.csis.org/country/dprk/,访问时间:2019年10月

9日。

①

②

③

2009年至2011年,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四度访华,时间分别是2010年5
月、2010年8月、2011年5月和2011年8月。

朝鲜中央通讯社:《朝鲜外务省发言人称对美国将以全面战争回答全面战争,以
朝鲜式核打击回应核战争》,2017年4月22日,https://www.fx168.com/fx168_t/1704/

2243695.shtml,访问时间:2019年7月4日。
实际上,如前文所述,2012年5月朝鲜修订的新宪法中就写入了“朝鲜拥有核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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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美等坚持核不扩散原则国家最不愿看到的,美国一改之前的忍耐战略,

决定提高制裁力度,并要求中韩等国一道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在美国的

强力倡导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多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制裁内容日益严

厉。中国赞成并参与了安理会对朝鲜的贸易制裁,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

矿等自然资源。同时,中国也多次公开谴责朝鲜核试验行为,敦促朝鲜回到

谈判桌上。在这一阶段里,如何敦促朝鲜停止频繁的核试验、放弃核武器研

究进程,成为中美必须面对的棘手课题,中国选择调整自己的处理手段,提

高了中美在该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①

2018年初,朝鲜释放出愿与美国等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友好信号,以朝

韩代表共同出席冬奥会开幕式为契机,美朝两国领导人历史性会面担当重

头戏,朝鲜开启了停止核试验、注重对外交流的一年。这也标志着中美在朝

核问题上的互动进入第三阶段。2018年3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实

现了执政后的首次访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四度访问中国,双方领导

人都高度肯定了中朝的传统友谊,这预示着中朝关系的回暖。2019年6月,

在中朝建交7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表

明了中方致力于巩固中朝传统友谊、支持朝鲜实施新战略路线、推动半岛问

题政治解决进程的坚定决心。② 不单是中朝关系,朝美之间的高层交往也实

现了历史性的突破。2018年6月,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进行会晤,实现

历史性握手,2019年6月,特朗普更是成为首位踏上朝鲜领土的美国现任总

统。然而,朝美间的高层交往并没有使美国放弃对朝鲜的制裁,中国、俄罗

斯、美国等大国在对朝制裁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扩大,各方围绕朝核问题的拉

扯仍在继续。③

①

②

③

Jonathan
 

D
 

Pollack,
 

“Can
 

Trump
 

and
 

Xi
 

Agree
 

on
 

North
 

Korea?”
 

Brookings,
 

March
 

30,
 

2017,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7/03/30/can-
trump-and-xi-agree-on-north-korea/,

 

访问时间:2019年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成果丰硕,影响深

远》,2019年6月22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6/22/content_5402546.htm,访
问时间:2019年7月3日。

参考消息网:《朝鲜指责美国痴迷于制裁:一边要求谈判一边采取敌意行动》,

2019年7月4日,
 

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90704/2384518.shtml,访
问时间:2019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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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信念体系

纵观朝核问题的发展历程,该问题牵涉越来越多的国家行为体,影响朝

鲜半岛安全局势的因素也在不断增加着、变化着。自2003年六方会谈开启

后,朝美双边互动被中、美、俄等六国多边谈判所取代,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

边场合,朝核问题都被列为商讨的议题。由于这些国家在对朝政策和朝核

问题上的立场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特别是中美等大

国间的博弈,都将左右着朝核问题的走向,因此中美间若能实现合作,将会

为解决朝核问题创造有利条件。考察中美关于朝核问题的信念,有利于更

深刻地理解两国的政策,也能更清晰地分析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与分

歧。因此,本文借用操作码理论,通过对中美两国在正式场合发表的立场言

论进行文本分析,获取两国关于朝核问题的信念体系。

(一)
 

操作码理论与VICS文本分析方法

信念(belief),或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是对外政策分析中认知心理

学派的重要应用之一。所谓信念体系,就是认知主体自身行为的规范、标准

和导向,它影响主体如何定义和评估外部环境、认知和判断面临的政治事

件。① 信念体系是对外政策决策中不可缺少的干预变量,它不会在决策过程

中起决定作用,但会对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② 在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过程中,行为体总是根据自身的信念体系(政治信念)来认知所处的情势和

对手的行为③,并基于这种认知(意象④)来建立“目的—手段”评估方法,而

这就是操作码理论的内涵。

①

②

③

④

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2,
 

1969,
 

p.191.
Ibid.,

 

p.191.
王鸣鸣:《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

145页。
认知主体的信念体系和意象是不同的,通过两者的关系能够清楚表现其中差

异。意象是认知主体对客观实在的主观认识的再现,它会经过信念体系的加工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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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码理论经几代学者的不断完善,在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上已经趋

于成熟。1953年,内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研究》
(A

 

Study
 

of
 

Bolshevism)一书中分析了苏联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的个人观

念与人格因素对苏联国家战略的影响,首次提出“操作码”概念。① 1969年,
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从哲学性信念和工具性信念两方面来

界定操作码的概念,从而建立起理论分析框架,奠定该理论的研究基础。②

20世纪70时代,学者多利用操作码理论来分析美国总统、国务卿等决策者

的政治信念,极大地推动了该理论的应用与推广。③ 同时,以奥利·霍尔斯

蒂(Ole
 

Holsti)和斯蒂芬·沃克(Stephen
 

G.Walker)为代表,更多学者将精

力投入操作码的类型化研究中。④ 70年代后期,质性文本分析方法的有效

性因有无法解释的案例存在而遭受质疑与挑战⑤,案例研究、定量文本分析、
统计检验、形式模型等方法都先后被采用,探索可行的、可靠的研究方法成

为该理论发展的新方向。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Nathan
 

Leites,
 

A
 

Stud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3).
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2,
 

1969,
 

pp.190-222.
例如,David

 

S.McLellan,
 

“The
 

‘Operational
 

Cod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Dean
 

Achesons
 

Philosophical
 

and
 

Instrumental
 

Belief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
 

No.1,
 

pp.52-75;Stephen
 

G
 

Walker,
 

“The
 

Interface
 

between
 

Beliefs
 

and
 

Behavior:
 

Henry
 

Kissingers
 

Operational
 

Code
 

and
 

the
 

Vietnam
 

War,”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1,
 

No.1,
 

1977,
 

pp.129-168.
Stephen

 

G
 

Walker,
 

“The
 

Motivation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lief
 

System:
 

A
 

Re-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al
 

Code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7,
 

No.2,
 

1983,
 

pp.179-202;Stephen
 

G
 

Walker,
 

“Psychodynamic
 

Processes
 

and
 

Framing
 

Effect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Woodrow
 

Wilsons
 

Operational
 

Code,”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6,
 

No.4,
 

1995,
 

pp.697-717.
Stephen

 

G
 

Walker,
 

“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1,
 

No.2,
 

1990,
 

pp.410-411.
引入博弈论的优点在于能够将原本单方面的决策分析演变成了不同情境下的

双向互动的动态决策分析。相关研究可参见:
 

Mark
 

Schafer
 

and
 

Stephen
 

G
 

Walker,
 

Beliefs
 

and
 

Leadership
 

in
 

World
 

Politic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of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Stephen
 

G
 

Walker
 

and
 

Mark
 

Schaf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Woodrow
 

Wilson
 

as
 

Culture
 

Icons
 

of
 

U.S.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8,
 

No.6,
 

2007,
 

pp.74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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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初期,操作码理论一直被应用到对个人行为体的分析中,如国家

领导人、国务卿等决策者,随着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目前该理论还被

应用于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上。例如,马克·舍费尔(Mark
 

Schafer)

与沃克通过对比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美国前总统比

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关于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两种操作码,得出两

位领导人对民主国家的合作信念要强于对非民主国家的结论,以此来验证

民主和平论。① 又如,杨溢等学者利用中国政府历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

(1998—2015),分析与对比中国在不同领导人时期的信念与战略。② 还有学

者通过操作码理论来分析恐怖组织、宗教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信念体

系。③ 经过不断探索和发展,操作码逐渐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分析政治信念

的理论工具。

根据操作码理论,行为体的信念体系具有两种属性,即哲学性信念和工

具性信念,其中每类属性下又可细分出五类信念问题。行为体的操作码是

建立在政治信念体系基础上的关于某种特定(情境)条件下的目的与手段的

评估方法,其中哲学性信念是行为体对于一些基本政治问题的预想与假定,

例如政治的本质、冲突的本质以及人在历史中的地位等问题;而工具性信念

则是特定条件下,行为体对目的和手段关系的评估与判断。④ 具体来说,这

两类信念细分如下。

①

②

③

④

Mark
 

Schafer
 

and
 

Stephen
 

G
 

Walker,
 

“Democratic
 

Leaders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
 

Operational
 

Codes
 

of
 

Tony
 

Blair
 

and
 

Bill
 

Clint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0,
 

No.3,
 

2006,
 

pp.561-583.
Yi

 

Edward
 

Yang,
 

Jonathan
 

W.Keller
 

and
 

Joseph
 

Molnar,
 

“An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of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White
 

Papers:
 

1998—2015,”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3,
 

No.4,
 

2018,
 

pp.585-602.
相 关 文 献 如:Serif

 

Mardin,
 

“Turkish
 

Islamic
 

Exceptionalism
 

Yesterday
 

and
 

Today:
 

Continuity,
 

Rupture
 

and
 

Reconstruction
 

in
 

Operational
 

Codes,”
 

Turkish
 

Studies,
 

Vol.6,
 

No.2,
 

2005,
 

pp.145-165;
 

James
 

D
 

Jacquier,
 

“An
 

Operational
 

Code
 

of
 

Terrorism: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Ayman
 

Al-Zawahiri,”
 

Behavioral
 

Sciences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Aggression,
 

Vol.6,
 

No.1,
 

2014,
 

pp.19-40.
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2,
 

1969,
 

p.199.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分歧与合作 43   

哲学性信念:

P-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 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 政治对手的基

本特点是什么?

P-2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 一个人能

乐观吗? 还是必须是悲观的? 在哪些方面应该悲观? 在哪些方面应该

乐观?

P-3
 

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 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预测?

P-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 个人在

“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

作用?

P-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工具性信念:

I-1选择政治行动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

I-2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达到行动的目标?

I-3
 

怎样计算、控制、接纳政治行动的风险?

I-4推进行为体利益的最佳行动时机是什么?

I-5推动行为体利益时不同手段的效用如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行为体的操作码可以较全面地描述其在特定环境中对“自己与他人”以

及“目的—手段”关系的政治信念,在运用这些信念分析决策行为时,需要注

意信念体系的四个特点。其一,信念体系在决策过程中的功能是调节其他

因素的作用方式,其本身很少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信念会帮助行为体框

定选择决策方式的范围,但具体决策还要依赖于当时的环境以及自己的认

知等其他因素。其二,信念体系是有等级划分的。① 上述十种信念并不都会

影响行为体的认知过程,哲学性信念中P-1、P-2和P-4,以及工具性信念中I-1
和I-2,最能反映出行为体关于对手与议题的认知。具体来说,P-1信念是关

于政治冲突与对手本质的信念,它是操作码中的主导和关键信念;P-2信念

① Ole
 

Holsti,
 

“The
 

‘Operational
 

Code’
 

as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Belief
 

Systems,”
 

Final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uke
 

University,
 

Grant
 

No.SOC
 

75-15368,
 

1977),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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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于行为体审视未来时的态度;P-4信念能够反映出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互动

关系中的掌控权。I-1信念是指行为体对自己在战略方针上的认知与偏好,将

I-1与I-2信念结合来看,能够判断行为体对偏好战略的强度认知。其三,不同

的信念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有可能相互矛盾。① 其四,信念体系可

能会发生改变。通常情况下,信念体系是相对稳定的,但也会随着不断的学习

和信息的更新而变化。② 导致信念体系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一是对政治本质

的认识发生转变,二是行为体的个性特质发生变化,三是突发事件的刺激。

获得行为体操作码的方法目前有两种,一种是质性文本解读,另一种是通

过VICS系统进行定量文本分析。VICS文本分析系统是20世纪90年代由沃

克及其团队建立的,该系统通过对决策者的语言进行指数分析,以此来推断其

操作码。VICS文本分析系统假定行为体的公开行为与其公开信念是一致

的,通过将个人信念、环境、议题、时间、对象等多种因素纳入指数计算过程

中,透过文本表达出的价值与强度(valence
 

and
 

intensity)来测量“自己—他

人”关系,最终得出的分析结果是一个随着时间轴变化的操作码数字化体

系。③ 其操作原理是通过运算文本中动词出现的频度和强度,得出行为体信

念中的权力结构与政治倾向。④ 本文通过将定性与定量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

式,更确切、有效地获取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信念体系及其变化过程。

(二)
 

文本选择

在国际实力结构处于变动的背景下,中美交往不再只关注双边事务,国

①

②

③

④

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2,
 

1969,
 

p.212.
Jonathan

 

Renshon,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Belief
 

Systems:
 

The
 

Operational
 

Code
 

of
 

George
 

W.Bush,”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2,
 

No.6,
 

2008,
 

pp.820-849.
Scott

 

Crichlow,
 

“Idealism
 

or
 

Pragmatism?
 

An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of
 

Yitzhak
 

Rabin
 

and
 

Shimon
 

Per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9,
 

No.4,
 

1998,
 

pp.683-
706.

Stephen
 

G
 

Walker,
 

Mark
 

Schafer
 

and
 

Michael
 

D
 

Young,
 

“Systematic
 

Procedures
 

for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Measuring
 

and
 

Modeling
 

jimmy
 

Carters
 

Operational
 

Co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2,
 

No.1,
 

1998,
 

pp.17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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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成为双方互动中的必要话题,朝核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于中国来说,

朝鲜与其拥有曾并肩作战的传统情谊,是老朋友、亲密朋友。但在美国眼

中,无论是战争过往还是意识形态,与朝鲜打交道的经历并不愉快,朝美间

的隔阂在相互猜忌中越来越深。20世纪90年代,朝核问题爆发后,中国并

没有在第一时间介入,作为当事国的朝鲜与美国在双边谈判中寻找解决方

案,虽然达成框架协议,但最终双方未能履约。2002年成为朝核问题发展的

转折点,朝美两国相互指责对方未践行框架协议,并最终撕毁协议。在得不

到朝鲜弃核保证的情况下,美国不愿再继续与朝鲜进行双边协商,转而将中

国、日本、韩国拉入朝核问题谈判中,而朝鲜则提出多边谈判中要加入俄罗

斯,至此六个国家围绕朝核问题展开多边会谈,而中国借助2003年六方会谈

成为处理朝核问题的重要参与者,开始积极为朝核问题搭建和平解决的平

台,中美围绕该问题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

中美围绕朝核问题的发言中,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关于朝核问题决议的

发言最为权威。这是因为,虽然中美在众多场合都就朝核问题阐述过自身的

立场与态度,但这些发言有时却因为外界环境等因素的干扰,很难真正反映出

国家的信念体系。所以,为了考察中美两国的真实信念,就必须选择某些特

定场合下的发言为文本对象。涉朝核问题的安理会决议,将对半岛局势产

生直接影响,这就使得参与表决的国家必须表达其正式的、直白的立场和观

点。以此类发言为分析文本,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文本带来的关于信念判

断的误差影响。① 因此,本文以2003年为起点,选择2003年至2018年中美两

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核问题决议中的公开发言作为分析对象,利用VICS
分析方法进行文本处理,以期获得中美双方关于朝核问题的认知与信念。

依据2003年后朝核问题的三个发展阶段,将文本按照不同阶段进行归

类整理。自2003年1月到2018年12月,安理会共有16份与朝核问题相关

① 对于公开发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发言者的正式信念这一问题,已有学者进

行探究。研究发现,通过对比同一行为体以公开发言和以私下言论为分析文本的两种操

作码,发现两者并无根本差异,这也证实了公开发言作为文本分析对象的有效性。具体

可参见:Jonathan
 

Renshon,
 

“When
 

Public
 

Statements
 

Reveal
 

Private
 

Beliefs:
 

Assessing
 

Operational
 

Codes
 

at
 

A
 

Distance,”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30,
 

No.4,
 

2009,
 

pp.648-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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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① 这些文本根据中美在朝核问题博弈的三个阶段划分如下:第一阶

段从2003年8月到2012年3月,共3次发言;第二阶段从2012年4月到

2017年12月,共11次发言;第三阶段从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共2
次发言。发言以英文形式保存在联合国网站中,是目前能够代表两国关于

朝核问题的政策立场的最权威的发言。② 任一阶段的发言单词数均在1500
词以上,符合VICS文本分析系统的要求。

(三)
 

VICS指数分析结果

虽然VICS文本分析方法能运算出10类指数,但本文只选取其中最关

键的五个指数———P-1,P-2,P-4,I-1,I-2———用于分析和对比中美在朝核问

题上的信念体系。总体来看,对比中美对朝核问题的信念体系可知:第一,

中美两国的对朝信念存在本质差别;第二,两国对朝核问题未来发展抱有不

同预期;第三,双方信念的变化受到朝鲜对外行为的影响较大。

首先,从哲学性信念来看(见图2),中美对朝鲜的敌友地位是不同的,对

未来发展的预期也不尽相同。就对朝定位而言,中国一直将朝鲜视为友好

伙伴,即便第二阶段中P-1指数由前一阶段的0.52下降至0.28,但仍处于

较为友好水平。这说明,即便是在朝鲜在核武器开发上一意孤行、中朝两国

的政治交流不太顺畅的情况下,中国虽有担忧,但依旧视朝鲜为朋友。相

反,美国将朝鲜定义为威胁性不大的敌人,其P-1指数在2018年以前一直处

在低程度的敌对水平,即便2018年后朝美首脑开始交流互动,第三阶段中
 

P-1(P-1=0.18)指数也只是稍有上升到最低水平的友好认知(其范围0<

P-1<0.25)。就朝核问题的未来前景而言,中国持谨慎乐观态度(三个阶段

的P-2指数分别为0.29、0.13、0.39),而美国却较为悲观,甚至在第二阶段

出现了最悲观的预期(P-2=-0.25)。值得关注的是,进入第三阶段后,中美

都对朝核问题的解决保持乐观态度,并且中美对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期

①

②

另有部分决议是关于朝鲜的人权问题,因为这些决议中,中国的发言与朝核问

题并不相关,且中国也反对将朝核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因此本文没有将这些决议发言

列为分析对象。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https://www.un.org/security
 

council/content/resolutions-0,
 

访问时间:2019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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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美关于朝核问题的哲学性信念对比

待高于此前任一阶段。就解决朝核问题的主动权而言,三个阶段内中美两

国P-4指数均低于0.3,中国对未来发展的掌控意志越来越低,美国虽然变

化不明显,但其信念水平较低。中美都期待其他国家能贡献更多力量,这也

意味着两方都认为半岛局势可能存在自己无法预知和控制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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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工具性信念来看(见图3),中美在朝核问题处理手段上的差异

正在逐渐变大。就偏好手段而言,三个阶段内中国都认为合作是解决朝核

问题的最佳手段,其I-1指数一直保持在正水平,且呈上升趋势。结合中国

图3 中美关于朝核问题的工具性信念对比

在第二阶段中P-1指数来看,虽然该阶段内中国对朝鲜的友好认知下降了,

但其对合作手段的偏好却上升了(由中国I-1指数变化曲线可知)。这表明,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与主张,即便是在前景最渺茫的时

期也未曾动摇。相较中国,美国的I-1指数由第一阶段的0.6下降到第三阶

段的0.3,由此可知,虽然美国同样偏好使用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但是对

于合作手段是否是最佳手段的信心与偏好程度却一直在下降。即便如此,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无论在朝核问题多么艰难的时期,在两国的信念中,

和平解决都是他们认为的最优战略,这也创造了两国实现朝核问题上合作

的关键基石。就策略的选择和执行而言,中国认为合作手段的强度(I-2指

数)在不断增长,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相反,美国的I-2指数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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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内都处于正向的低水平程度,其变化幅度并不大,这说明美国虽也认

可和平手段,但对其强度和有效性却缺少信心。

最后,通过对比由VICS文本分析系统得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五组重

要信念,可发现中美实现合作的契机在于双方都认为和平谈判是最佳战略,

但合作的障碍是两国对朝鲜的认知存在本质差异。由于关于政治本质的信

念在整个信念体系中发挥最关键、最核心的作用,中美两国对朝鲜与朝核问

题的定位差异无疑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最大阻碍。事实上,这种本质信念的

差异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美两国的立场和政策,也影响着两国处理

朝核问题和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手段和方式。但是,合作解决朝核问题是

两国共同的手段偏好,这就使得两个本质信念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因手段

偏好相同而不断协调立场、最终实现合作的可能。在信念塑造和调节行为

的同时,行为也能改变信念。在探讨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时,既要分析

信念对两国互动的影响,也要关注外在因素对两国信念造成的改变。

三、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

国家的行为受信念影响,同时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国战略和策略

行为是国家信念体系的外在表现。然而,不同的外界情境会使国家做出某

些与自己真实信念不符合的策略。例如,在朝鲜不顾国际社会谴责而多次

进行核试验时,主张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中国却支持并落实了安理会对朝

鲜的制裁决议。这种行为很容易被外界误读成其信念和立场的转变。① 因

此,只有在了解了国家的信念后,才能够对其政策和行为进行探究。

(一)
 

中美关于朝核问题的政策变化

在朝核问题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该问题的信念体系未发生明显改变,其

立场和主张也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相反,美国对该问题的信念体系受

① Jonathan
 

D
 

Pollack,
 

“Can
 

Trump
 

and
 

Xi
 

Agree
 

on
 

North
 

Korea?”Brookings,
 

March
 

30,
 

2017,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7/03/30/can-
trump-and-xi-agree-on-north-korea/,

 

访问时间:201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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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朝鲜对外行为因素的影响较大,对朝鲜的认知在不同阶段中存在敌友定位

差异。并且,历任总统还会将个人的执政风格、偏好等因素带入战略和政策的

制定过程中。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对朝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中。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于任何场合下的立场表述都是连贯且一致的。中

国希望通过“合作”这个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手段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半岛

稳定必须得到维持,二是要确保核不扩散机制。在实现半岛稳定与核不扩

散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①,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基本方向,同时也希望国

际社会意识到并重视朝鲜合理的安全需求,循序渐进地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维护半岛总体局势的和平稳定。② 要解决朝核问题,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必

须得到保证。③ 中国政府的政策表述与其信念是相符合的,中国将与朝鲜的

交往定义为友好关系,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处理半岛问题的优先选择。

当前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信念和政策正在发生变化,不断

向美国靠近,其证据是中国愿意运用制裁等强制手段同美国一道逼迫朝鲜

放弃核计划。④ 对此,本文对中国在三个阶段的操作码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

(见表1),观察中国的信念体系是否真的如其所言发生了变化。检验结果显

示,除了合作手段的有效性(I-2)外,其他的关键信念均没有显著变化。在中

国对朝核问题的信念体系未有显著改变的情况下,其对朝政策与对朝核问

题的立场也相应地保持极强的连贯性和延续性。中国一直认为朝核问题的

本质是非冲突性的,这就决定了无论在任何时候,中国都不可能支持对朝鲜

施加可能造成半岛局势不稳定的制裁措施,武力手段更不会在中国的策略

篮子中。即便为了确保半岛无核化而不得不采用制裁手段,中国也是在维

①

②

③

④

半岛稳定与半岛无核化都是中国坚持要实现的目标,对于两个目标的优先排序

问题,学界是有争议的。本文以2015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观点为准,进行中国政

策目标的解读。
王毅:《重温9·19共同声明精神

 

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国际问题

研究》2015年第6期,第1—3页。
李明月:《朝核危机与中美核安全博弈》,《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2期,第16—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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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时间:201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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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半岛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配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有限度的制裁。因

此,仅凭中国应和了美国提倡的制裁手段,便认为中美实现了朝核问题上的

合作,恰是由于缺少对中国政策立场的深入探究造成的。

表1 中国对朝核问题的操作码指数分析

2003.08—2012.03 2012.04—2017.12 2018.01—2018.12

哲学性信念

P-1政治的本质 0.5238 0.2831 0.596

P-2政治价值的实现 0.2857 0.1333 0.3872

P-3政治未来 0.1293 0.1222 0.1971

P-4历史发展 0.2841a 0.1594a 0.1161

P-5偶然性的作用 0.9633 0.9805 0.9771

工具性信念

I-1达成目标的方法 0.12 0.5342 0.8462

1-2对目标的追求 0.0667a 0.1416ab 0.4872b

I-3风险定向 0.2051a 0.3938a 0.3751

I-4行动时间表

a.
 

合作/冲突 0.88a 0.4658a 0.1538

b.
 

语言/行动 0.08 0.3288b 0.6154b

I-5手段的效用

a.
 

奖励 0.04 0.0548b 0.3077b

b.
 

承诺 0.08a 0.0274a 0

c.
 

诉求/支持 0.44a 0.6849a 0.6154

d.
 

反对/抵制 0.36a 0.0959a 0.0769

e.
 

威胁 0.08 0.0274 0

f.
 

惩罚 0 0.1096 0

  注:在p<0.1水平上,a表示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变化显著性,b表示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

变化显著性。①

① 关于VICS文本分析方法的指标解读,参见:Stephen
 

G
 

Walker,
 

Mark
 

Schafer
 

and
 

Michael
 

D
 

Young,
 

“Systematic
 

Procedures
 

for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Measuring
 

and
 

Modeling
 

Jimmy
 

Carters
 

Operational
 

Co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2,
 

No.1,
 

1998,
 

pp.17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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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不同,美国是朝核问题这场博弈中的执棋者,无论是双边还是多

边博弈中,美国同朝鲜一样都是最重要的对弈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四任美国总统都以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为核心目标,不断调整对朝战略,以

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有效性。① 自朝核问题出现以来,克林顿作为首位

处理朝核问题的美国领导人,采取了对朝的“全面接触”政策。彼时,美国以

接触和谈判手段为主,同时也不舍弃对朝鲜的“遏制”策略,来敦促朝鲜放弃

核武器。② 小布什就任总统后,由于担心朝鲜成为走私核武器、散播核武器

技术的源头,避免朝鲜发展对美国自身及盟友安全、地区稳定和国际核不扩

散体系带来威胁和破坏的核武能力③,将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

单,视其为美国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优先打击对象,强硬的“遏

制”政策成为当时美国处理朝核问题的核心战略。④ 但由于已经接连对阿富

汗、伊拉克动用武力,因此小布什政府并没有将使用武力作为应对朝核问题

的首要战略选择,相反希望通过各方制约来限制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

奥巴马政府以“战略忍耐”为对朝政策的核心,决心在朝鲜放弃核武器开发

计划之前,美国不再与朝鲜进行双边接触。⑤ 特朗普上任后,对“战略忍耐”

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认为这是极度失败的政策⑥,取而代之以“极限施压”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樊吉社:《美国对朝鲜政策:两次朝核危机比较》,《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

2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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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19,
 

1999,
 

https://www.mendeley.com/

catalogue/review-united-states-policy-toward-north-korea-findings-recommendations/,访

问时间:2019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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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liferation:
 

North
 

Korea
 

Smuggling
 

Net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1,
 

2007,
 

pp.80-111.
相关研究可参见:张业亮:《布什政府对朝政策与朝核危机》,《美国研究》2004年

第1期,第35—54页;朱锋:《布什政府的半岛政策与朝鲜核危机》,《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2期,第1—7页。

相关研究可参见:朱锋:《“后天安舰时代”半岛无核化进程评析》,《现代国际关

系》2011年10月,第9—11页;孙茹:《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与朝核问题》,《现代国

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25—26页;杨文静:《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评析》,《现代国际关

系》2016年第5期,第9—16页。
朱锋:《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强制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

60—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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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极限施压”成为特朗普政府应对朝核危机的主打牌,无论是美国单方

面,还是通过安理会平台,其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和范围不断增加,试图以重

压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① 同时,特朗普政府也不排斥与朝鲜的接

触,灵活应对朝核问题是这届美国政府的特点。

综合来看,美国对朝政策分别受到不同阶段的信念体系的影响。从克

林顿的观望并保持一定接触策略,到小布什的“遏制”战略,再到奥巴马的

“战略忍耐”,最后特朗普结合“极限施压”与“灵活外交”策略,美国一直在调

整着对朝核问题的战略与手段,这也与他们自身对朝鲜的敌友身份定位变

化以及对合作手段的认知变化有关。从这些政策和战略上来看,四位美国

总统都没有将朝鲜当作可以友好交往的对象,但同时他们也不排斥与朝鲜

的接触,和平谈判一直在其可选择的策略集合之中。另外,四位美国总统

也都没有将武力作为解决朝核问题优先手段,但对合作手段的期待正在变

得越来越低。克林顿时期,美朝保持着相对高频度的双边谈判和互动,两

国还能够就利益关切展开直接的沟通。布什时期,美国对双边谈判的有效

性产生了怀疑,转而推动了多边合作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在朝鲜拒绝参与

六方会谈后,奥巴马开始“消极”处理朝核问题,其推动制裁朝鲜的力度在

不断增加,但总体上还是以冷淡处理为主。然而朝鲜在2009年特别是在

2017年高强度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使得美国彻底抛弃“战略忍耐”,特朗

普时期的美国越来越倚重和相信制裁带来的效果。这一手段上的变化过

程证实了美国对谈判等合作手段的信心下降。

(二)
 

中美在制裁手段上的分歧

综合中美在三个阶段内对朝核问题的信念体系与政策(见图4)来看,两

国不仅对该问题的政治本质认识不同,而且在手段选择上的差异逐渐拉大。

随着六方会谈机制的启动,中美都偏向通过谈判协商方式来解决朝核问题。

虽然第一阶段中,美国对朝鲜的信念认知并不友好,但由于2003年美国发动

① 王付东、杨文静:《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效果与前景》,《和平与发展》2019年第

2期,第5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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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美于三个阶段中的对朝立场对比

了伊拉克战争,而此后又长时间将重心放在打击恐怖主义上,身处中东战争

泥潭的美国实际上很难分配出足够的资源去对朝鲜使用武力手段。另外,

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也约束了美国使用武力等手段的意愿。中美在这一阶

段并没有因其信念差异而在处理朝核问题的手段上产生过多的分歧和争

论。但是,美国的消极信念和历史交往经验不利于美朝在谈判桌上展开坦

率的交流,而中国也不会一味满足美国的要求而忽视朝鲜的立场与关切,这

就造成几轮谈判下来,除了如“9·19共同声明”等解决问题的大体框架外,

无法达成实质上的共识与合作。中美自身信念不同,导致双方在谈判中的

身份定位和利益诉求产生差异,即便是在双方都倾向谈判手段的情况下实

现合作也困难重重。自2012年朝鲜开始频繁开展核试验后,中美在手段上

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虽然中国也赞同了对朝鲜的安理会制裁决议,但在制裁

的力度和范围上,中美之间的分歧始终存在。

从互动行为上看,中美最大的分歧莫过于手段的选择上,到底要不要向

朝鲜制裁施压,制裁的力度又应该把握到哪种程度,这种分歧在历次安理会

决议的历次发言中都有充足展现。从本质上看,美国采取的制裁行为与中

国的“和平解决”与“半岛稳定”目标是相悖的。2009年朝鲜退出六方会谈并

试射导弹后,奥巴马采取了忍耐和制裁并行策略,在加大本国对朝鲜制裁力

度的同时,也不断推动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借此向朝鲜施压。虽然中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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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朝鲜发展核武器相关的制裁决议,但在具体制裁内容上,中国反对向朝

鲜过度施压。以货物检查这项制裁措施为例,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就这

项内容有过多次争论。美国要求对朝鲜货物进行严格审查,甚至那些与朝

鲜进行贸易的国家也要被列为审查对象,而审查过程不排除采用军事手

段①;但中国认为,货物审查对各国来说都是相当敏感的,会涉及国内法与国

际法的复杂程序,必须谨慎行事,而且任何武力手段都是不可取的,中国始

终坚持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

自2012年朝鲜加快核试验步伐后,美国进一步扩大对朝鲜的制裁范围,

试图切断朝鲜与外界的经济关系,以最大压力逼迫朝鲜放弃核武器发展计

划。这一阶段中,中美在安理会上的合作仅限于中国在制裁决议上投出了

赞成票,但两者的发言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考虑。美国多次将朝鲜

核试验与朝鲜的社会经济发展挂钩,试图将朝鲜人权问题纳入安理会议程

中,甚至还多次宣扬朝鲜政府是其人民遭受苦难的最大原因,要求中国等其

他国家中断、降级与朝鲜的外交关系②,美国的态度遭到中俄等国的强烈反

对。俄罗斯的立场更贴近中国,在言辞上也更与美国针锋相对。③ 俄罗斯指

出,制裁不应该影响朝鲜的社会经济发展,过度的制裁只会造成朝鲜人民生

活状况恶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④ 即便在朝鲜核试验最

频繁的2017年,中俄也坚持对朝鲜的制裁要适度,并合作提出“双暂停”“双

轨制”的解决途径⑤,但这些提议都遭遇了美国的冷处理。此外,美国还将制

①

②

③

④

⑤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Resolution
 

5551,
 

14
 

October,
 

2006;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Resolution
 

6141,
 

12
 

June,
 

2009.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Resolution
 

7821,
 

30
 

November,
 

2016;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Resolution
 

7932,
 

28
 

April,
 

2017.
俄罗斯能够表现得更加支持朝鲜,与其立场和战略有关。首先,俄罗斯与朝鲜

的经贸关系较密切,制裁中的贸易审核和限制影响了这种贸易的进行。其次,俄罗斯与

朝鲜之间并无矛盾。最后,美俄之间的全球对抗在朝鲜半岛也有体现。俄罗斯在朝核问

题上所需承担的成本比中国小,中国在做出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到各方的反应,所承担的

观众成本较高,而俄罗斯则较少。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Resolution
 

7932,
 

28
 

April,
 

2017.
关于“双暂停”“双轨并行”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杨希雨:《朝鲜核问题与中国的

对朝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期,第15—24页;郑继永:《朝鲜半岛局势转圜:
动因、评估与展望》,《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5期,第2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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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延展到经贸、贸易审查、大规模的人员出行限制等方面,把制裁朝鲜视作

目的,虽然中俄也赞同对朝鲜进行制裁,但他们更多是将制裁作为对于朝鲜

核试验行为的警告,制裁的目的是敦促朝鲜回到谈判桌上。

2018年后,中朝、美朝关系的改善并没有给安理会上各国的合作创造良

好环境,各方———特别是美俄———针对是否减缓对朝制裁,仍然相互指责、

争执不休。美朝关系虽有缓和,但美方并没有停止制裁的打算,甚至有借朝

核问题向俄罗斯发难的迹象,引起了美俄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尖锐对峙。一

方面,美国指责俄罗斯为了经济利益没有严格执行制裁决议,俄罗斯的主张

更多考虑一己私利而非出于对国际安全局势的考量。另一方面,俄罗斯控

诉美国把持联合国调查组,指责美国在朝核问题上过于苛刻。① 虽然相较于

俄罗斯,中国并没有极力主张撤除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但中俄都认为任何一

场谈判(讨价还价)过程应是双向的,在朝鲜逐步采取积极缓和举措的同时,

安理会也应该减轻制裁,为接下来的谈判制造缓和气氛。

其实,中美在制裁力度上的差异,是因为两国对朝鲜半岛局势的考量不

同。中国不得不考虑过分制裁是否会引起半岛的不稳定,而这并不是美国

在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中所关心的。美国的制裁措施得不到中国支持的另

一原因在于,每一次美国对朝鲜施加的压力都会波及中国。例如,美国与韩

日等国的联合军演,在向朝鲜军事施压的同时,也会引起中国对自身安全的

忧虑。在朝核问题升级后,美国先是增加了与亚太盟友联合军演的次数,而

后又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这一系列举动不仅造成了半岛局势的动

荡与混乱,也造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种军事部署让本就存在战略

竞争的中美之间的安全关系更加紧张。不仅如此,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对朝

鲜有着“特殊的影响力”,特朗普和美国高级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向中国喊

话,将“管理朝鲜行为”的重任僵硬地套在中国身上。② 美国的这种认知,一

方面不符合中国对自身在朝核问题上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也曲解了中朝

之间的正常国家关系。

①

②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Resolution
 

8353,
 

17
 

September,
 

2018.
葛汉文:《大战略背景下的战略不确定性———特朗普对朝政策与半岛安全形势

演进》,《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1期,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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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确保无核化机制中的中美合作

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是存在共识的,即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也是双方

展开合作的最坚实基础之一。中美合作意愿的最高峰出现在朝鲜加快核试

验步伐从而造成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巨大挑战这一时期,特别是2016年11月

到2017年12月,此时期内中美立场正在不断靠近,两国在如何处理朝核问

题、如何与朝鲜政府打交道上的合作越来越频繁。① 在这一时间段内,中国对

朝政策的变化是中美合作的重要驱动力。中国立场的转变,最早出现在朝鲜

退出六方会谈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决议的起草工作,并

认真落实涉朝决议,特别是在朝鲜2012年频繁进行核试验后,中国对朝施压的

态势似乎更加明显,中国与美国的手段选择出现交集。② 此外,中国在行动

上落实美国倡议的对朝经济制裁措施,中朝贸易特别是煤、铁等矿产资源的

贸易额明显下降,显示出中国对朝鲜核试验带来安全隐患的担忧与反应。③

同一时期与中朝间交往冷淡相对应的是,中国逐步升级同韩国的关系,特别

是在贸易方面,双方签订了自贸协定,双边贸易额快速稳步增长。

然而,中美双方的合作不应建立在中国单方面的手段调整上,而是应转

到和平解决问题和维护核不扩散机制的共同目标上,这种共同目标才是中

美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基石。一方面,从操作码指数中,美国将制裁作为找

回和平解决问题机遇的手段。美国希望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但过去与朝鲜

打交道的经历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让美国产生了朝鲜不值得信任的印象,

因此,即便朝鲜已经承诺放弃核试验,美国依旧不愿放松对朝鲜的制裁力

度,这就可能引起中朝等国对美国是否真的愿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产生困

惑与质疑。同时,美国在朝核问题的紧张和缓和阶段都没有减轻制裁力度

①

②

③

Jonathan
 

D
 

Pollack,
 

“Can
 

Trump
 

and
 

Xi
 

Agree
 

on
 

North
 

Korea?”
 

Brookings,
 

March
 

30,
 

2017,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7/03/30/can-
trump-and-xi-agree-on-north-korea/,

 

访问时间:2019年7月1日。

Ibid.
Jonathan

 

D
 

Pollack,
 

“China
 

and
 

North
 

Korea:
 

The
 

Long
 

Goodbye,”
 

Brookings
 

Institute,
 

March
 

28,
 

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

03/28/china-and-north-korea-the-long-goodbye/,
 

访问时间:20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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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算,这不符合其声称的“制裁只是手段”的说辞。另一方面,中国调整处

理朝核问题的手段,是基于朝鲜对外行为的变化,而不是因为想与美国达成

合作。当朝鲜自愿停止核试验计划、展现出解决核问题的意愿后,中国有可

能会调整自己的制裁措施。美国刻意强调制裁的作用,忽视各方和谈的意

愿,将不利于美朝双边互动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中美之间在朝核问题上实

现合作。

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另一障碍是美国对朝鲜整个国家的信念体系。从

操作码来看,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都将朝鲜认知为敌人,虽然这种敌人情

绪和威胁认知较低,但这并不是双方正常乃至友好交往的有利条件。随着

2018年朝美双边外交的开展,美国对朝鲜的积极认知有所提高,但还不足以

奠定和夯实双方合作的基础。由于中国自始至终都没将自身视为解决朝核

问题的关键(P-4指数一直很低),美国想借助中国力量和施压手段来迫使朝

鲜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谈判条件,显然是不可行的。中美间在朝核问题

上的合作最终还是需要靠朝美关系的改善来推动。

四、
 

结 论

通过对信念、政策、行为三方面的分析发现,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既存在

促成合作的共同目标,也存在诸多分歧。这场复杂的博弈中,中美不是简单

的竞争或是合作关系,更不是一种零和互动,而是在朝鲜对外行为的变化中

双方不断调整着彼此的互动关系。在对朝核问题的信念上,中美分别将朝

鲜定位成一友、一敌,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差异,对其政策和行为的影响较大。

但双方也不是没有合作的信念支持,中美都认为合作手段是最佳方式,区别

在于中国对合作手段的乐观预期要远高于美国,在美国的认知中,合作手段

的有效性正在下降。在对朝核问题的政策上,中国始终坚持和平解决朝核

问题,确保半岛稳定和半岛无核化,而美国则是经历了从“全面接触”到“遏

制”、到“战略忍耐”、再到“极限施压”与“灵活外交”等几次调整,其核心目标

一直是确保核不扩散机制。确保半岛无核化是中美两国实现合作的共同目

标,但在具体处理手段上,特别是制裁手段的力度和范围上存在差异。

在处理朝核问题的行为上,中美的策略选择有所区别。中朝两国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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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友谊是塑造中朝关系和中国对朝政策的根本,这种友谊很难因为外界因

素而动摇。① 2018年以来,中朝两国领导人的五次会面,进一步巩固了中朝

传统友谊。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在与朝鲜领导人金

正恩的会面中,更是强调了中朝友谊,以及中国在朝鲜实行新战略的进程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从整个朝鲜核问题的发展历程来看,在“朝鲜是朋友”这

种信念加持下,中国成了推动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者和

维护者。在历次安理会关于朝核问题的相关决议中,中国都阐明了这种立

场,并在行动上先后倡导六方会谈、“双暂停”和“双轨制”等合作机制,积极

搭建朝鲜与外界交流的平台,努力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但美国却不

同,沉积的宿怨、历次与朝鲜谈判的失败经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都在潜

移默化地改变着美国的信念体系,进而影响其处理朝核问题的政策和手段。

美国对合作手段的信心下降,直接反映在其对制裁手段的偏好上。特别是

2018年朝鲜愿意与美国就朝核问题进行谈判后,美国出现了“制裁有效”的

认知,这就使美国很难放弃制裁施压手段。而一旦朝鲜认为自己的合作意

愿没有换来美国在制裁手段上的缓和与让步,这无疑会给朝美谈判制造不

小的障碍。

中美实现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坚持核不扩散机制是双方共

同的目标,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也是双方的偏好手段,这为中美合作奠定了基

础。在具体处理朝核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应对方式越来越灵活多样,特朗

普政府也展示出了与朝鲜进行友好交往的意愿。然而,中美两国就制裁的

力度和范围存在较大分歧,这将是引起朝美关系倒退的潜在危险。目前,朝

核问题出现了和平解决的曙光,一是因为中俄等国的斡旋力量在增加,二是

因为朝鲜国家战略重心的转变。虽然美国自认为制裁给朝鲜带来的社会经

济压力是朝鲜愿意谈判的最重要原因,但无法否认的是,朝鲜自身的国家政

策调整是其对外行为转向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为中、美、朝等国就和平解

决朝核问题展开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2018年,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

提出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战略路线,“进一步扩大和

① 杨希雨:《朝鲜核问题与中国的对朝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期,第

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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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家自力更生的能力,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向前迈进”。① 同时,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多次公开承诺将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主动停止核武

器试验进程,并努力推动与美国的双边接触,这展示出朝鲜进行无核化谈判

的诚意以及主动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意愿。② 正如中俄提出的“双暂停”“双轨

制”解决方案,只有美朝这两个关键对弈人愿意各退一步、搁置分歧、相向而

行,朝核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中国是解决朝核问题的积极参与者和调解

者,是中间的斡旋者,中美能否在朝核问题上实现合作,关键在于朝美两国

之间能否达成协议。

①

②

新华网:《综述:朝鲜新战略路线不断推进》,2019年6月19日,http://www.
xinhuanet.com/asia/2019-06/19/c_1124645913.htm,访问时间:2019年7月14日。

王俊生:《朝美峰会:动力、障碍与出路》,《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4期,
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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